
告提供担保等。

前已述及，公司法中的企业集团规则严重短缺，不适应公司发展需要，急需加强企业

集团立法，或单独制订企业集团法，或在公司法中专列一编，针对企业集团作出规定。但

结合我国实际，应优先考虑采用第二种模式，以保证公司法规范的体系化。

税收法治当以“法定”为先

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财政乃庶政之母，亦为现代国家治理之基础。自古及今，作为财政支柱的税收，始终

是国家与国民关系的焦点。自英国《大宪章》以降，各国不断强化对征税权的限制，不仅

推动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及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分立，也促进了民主与法

治的发展。

税收法治对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团结影响甚巨，对整体法治建设尤其有标志性

意义。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须解决影响税收法治的各类突出问题，其中最为急

迫和首要的，是真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１〕

一　为什么要强调“法定”为先

影响中国税收法治的因素虽然纷繁复杂，但首先应当解决税收“法定”方面的缺失，

以“法定”作为推进税收法治的先导。从“法定”二字来看，无“法”则征税无据，纳税无

凭，权义皆无依归，根本谈不上法治；无“定”则无法“定分”，极易人为恣意定税，导致税收

“不确定”，人民无法预期，自然与法治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唯有经由正当程序，将各类

课税要素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所有主体皆需依法奉行，才可能形成良好的税收法治。

强调“法定”为先，还因为现实的税收立法相当滞后。立法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基础，

我国的立法体系虽已告形成，但许多重要的税收立法却尚付阙如。税收法定原则要求

“一税一法”，而我国多数税种却尚无法律相应，〔２〕不仅有悖于严格的“法定”要求，亦有

违《立法法》的明确规定。〔３〕

上述立法问题虽然是多因之果，但改革初期的“授权立法”无疑是其要因。〔４〕 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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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收法定原则，我国学者已有很多研究，较早的如谢怀縂：《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理》，载刘隆亨主

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 ６期等等。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应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已成为各界的共识。
目前仅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三个税种制定了法律，其他十几个税种主要都是依据行政法规征收。

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特别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影响最大的是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的两次授权决定。尽管１９８４年的授权决定已经废止，但 １９８５年的授权更为宽
泛，因而要求全国人大收回授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授权决定存在的空白、无期限授权弊端，使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成为主要的立法主体，

直接阻滞了税收法律的制定，对此各界已诟病多年，但至今仍未有效解决。无论此类授权

在当年多么必要，但其违背法治精神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必须彻底解决。

税收立法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的问题，已见于诸多税种领域。例如，增值税虽为

我国第一大税种，但该领域至今仍未制定法律，且各类“试点”一直未停；房产税作为极其重

要的财产税，直接涉及国民的财产权，但该领域不仅没有制定相应法律，而且仍在多地进行

着不同模式的“试点”。诸如此类的“试点”还有很多。中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不仅使

税法制度变动不居，难以全面“法定”，也影响税法的统一和公平适用，有悖于法治精神。〔５〕

税收“法定”的缺失，直接影响税权配置的法治化，进而影响对国家与国民、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有效调整。由于“法定”的不足，在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征管权的配置方面，都存

在“主体错配”的问题，这是推进税收法治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此外，仅就税收收益

权的配置而言，因“法定”缺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税制的合法性。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缺少“法定”规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享已形成典型的主从博弈，由此

演变而成的以中央为主导的“共享型”分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财力偏紧、债务过

多或“土地财政”等突出问题。如何使各级政权的收入权力与支出责任能有效对应，使各

级政府的职责履行与财力支持能相匹配，是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须着重考虑的。

二　“法定”缺失的立法弥补

基于上述“法定”缺失或立法不足，必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６〕贯彻“法律保留”原

则。为此，国家在立法规划中已将税收征管法（修改）、增值税法等若干单行税法列入一

类项目，〔７〕这体现了国家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视，以及国家法治建设的重点与国家整体

改革规划的“一致性”。

虽然立法规划已经明确，但要有效实现税收“法定”，尚需关注复杂的“中国问题”。

例如，税法调整所依存的“中国时空”，体现为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地域上的不

平衡，由此形成的时空维度的复杂性，以及税法主体的多层面差异性，会影响税法的普适

性或法治的统一性，〔８〕也会影响对“法定”的范围、程度的认识，这些都需要在立法中予以

特别考虑。

又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国的集权传统与分权现实之间存在的紧张，也影响

对“法定”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尤其在涉及宏观调控的领域，直接涉及政策性与法律性之

间的平衡，可能带来对“法定”的动态理解，并影响税收立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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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具体探讨可参见张守文：《我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以增值税“试点”为例》，《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财税领域必须“完善立法”在２０１３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已明确提出，可谓史无前例。这虽然不同于某些国家（如委内瑞拉）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规

定，但也体现了执政主体的重要共识。

参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我国时空维度的诸多特殊性，体现了税法领域的诸多差异性，都需要在立法中予以特别考虑，这些因素会影响法

治的统一性。相关讨论可参见张守文：《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中外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与上述的“中国问题”相关联，完善各类治理体系均需关注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对于

税收立法亦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国的整体法律体系以及具体的税法体系，都缺少系统性

和协调性，严格说来尚未形成真正的“体系”。这与多元立法主体、多元利益诉求背景下

的“法定”缺失直接相关。

因此，必须增强“税法意识”而不是“税收意识”，必须从法治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构

建科学合理的税法体系，而不应罔顾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的要

求，轻视税收立法应有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单纯追求税收收入的获取，长此以往，会严重危

害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税收立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不足，已影响相关税种的立法，导致一些重要税种至

今仍处于变动之中，未能有效“法定”。〔９〕 例如，正在进行的“营改增”，最终会导致营业

税这样一个重要税种被废止；而环境税、遗产税等新税种是否开征，则处于“待定”状态。

此外，既有税法制度中的课税要素如何调整，如对个人自住房屋是否以及如何征收房产

税，土地税、资源税、消费税、个税等制度如何完善，依然悬而未决。无论是上述的税种

“法定”，还是课税要素“法定”，都要加强税收立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要提升税收立法的系统性，增进税法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就必须遵循财政税收的基本

规律、基本原理，尽快形成相对稳定的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这样才可能不断提升立法质

量。例如，未来《增值税法》的制定，就应充分体现增值税的原理，不应人为中断抵扣链

条；同时，必须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建立合理的分税制，否则同样会影响“法定”的进程。

事实上，当初“营改增”未能及时推出，就与地方税收利益的考虑有关。而分税制领域的

“法定”缺失，不仅会导致税种收益归属的频繁变动，也会影响地方税制度体系的建设。

总之，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税收法治是重点；而要推进税收法治，则应以“法

定”为先，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结合以往在税收立法领域存在的中国问题，不断提升

税收立法质量，从而为税法的有效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逻辑、

挑战及其应对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之后，我国已经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而如何

将“纸面上的法”转化为“现实中的法”、“行动中的法”则成为新的社会形势下的任务。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一新的时代命题，其实质就是将

“纸面上的法”变为“活”法，实现“法治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司法作为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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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有的国家在相关法律甚至在宪法中对税种的类型、征税范围、适用税率的原则等亦有规定。参见《巴西联邦共和

国宪法》，第六编“税收和预算”，第１５３－１５６条。




